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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研究：
基于联合实验与机器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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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助推策略在促进公众低碳行为方面具有效果佳且成本低的优势，但
将其广泛运用到减碳政策中将引发公众对决策自主性可能被侵犯的担忧。助推
型减碳政策要获得更高程度的公众支持，需要系统了解公众对助推型政策设计
中多个属性的偏好。论文采用联合实验设计，从受益者、助推目标、公民社会
参与、实施者、助推技术、透明性及替代技术这七个政策属性切入，分析了公
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并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索了不同群体在助推型减
碳政策偏好上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公众偏好受益者为人类，助推目标为绿色
出行及可持续电力消费行为，公民社会的参与以环保组织及大学与科研机构为
代表，助推技术以运动式教育、积极框架与反馈策略为主，透明性高且用以取
代税收政策的助推型减碳政策。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实施者属性中的四种类
型无显著的偏好差异。不同文化世界观、不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群体在助推
型减碳政策偏好上具有较大差异。上述发现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制定与推广有
相应政策启示。

【关键词】助推　 助推型减碳政策　 公众政策偏好　 联合实验　 机器学习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２２）０３ － ００４０ － ２２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洪水、强风暴及森林火灾等自然现象将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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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类的生产生活（郑石明等，２０２１）。缓解这种威胁的关键是激励公众采取低
碳的生产与生活方式（Ｋｕｎｒｅｕｔｈｅｒ ＆ 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４）。为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
都一直致力于设计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公众低碳行为的政策工具。其中，“助推
（ｎｕｄｇｅ）”策略备受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关注（Ｍａｄｒｉａｎ，２０１４；傅鑫媛等，
２０１９）。助推是一种既不限制公众决策自主性，也不改变公众决策经济约束条件
的策略，其通过改变决策情境来影响公众行为（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已有
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助推策略，如社会规范（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贴标签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和反馈（ｆｅｅｄｂａｃｋ）等在促进公众绿色出行（Ｋｏｒｍ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气候友好型饮食（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及可持续电力消费（Ｈｅ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等低碳行为方面都具有良好效果。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与传统政策
工具相比，助推策略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Ｂｅｎａｒｔ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考虑到助推策略在减碳上的有效性与低成本性，政策制定者急需将助推纳
入减碳政策工具中以应对气候变化危机（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但出台和实施
任何新型公共政策，若想取得预期效果，都首先需要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因为公众对政策的负面反馈往往预示着政策失败
（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然而，与规制和税收等传统减碳政策相比，助推型减
碳政策并不能轻易得到公众支持（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原因是助推策略通常
利用公众的认知偏差来影响其态度与行为（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２０１７），公众对其是否侵
犯决策自主性仍有顾虑（Ｆ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Ｈａｎｓｅｎ ＆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２０１３）。要促
使公众广泛接受并支持助推型减碳政策，了解其政策偏好至关重要（Ｄｅ Ｊｏｎｇ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因为助推型减碳政策不仅是一种行为改变策略，更是一种行为公共
政策，其能否顺利出台与实施，更多地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而非行为科学问题
（景怀斌，２０２１）。政策主体特征、政策制定程序等政策设计所需考虑的属性都
是公众政策遵从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李燕等，２０２１）。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探索了部分政策设计属性对助推型政策公众偏好的
影响。这些助推型政策设计属性包括助推策略类型（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ｂ）、替代策
略类型（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干预行为类型（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预期受
益群体（Ｈａｇｍａｎ，２０１８）、政策倡导者（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政策实施者
（Ａｒａｄ ＆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８）和政策透明性（Ｙａｎ ＆ Ｙａｔｅｓ，２０１９）等。这些研究
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只关注一到两个政策设计属性是否影响公众的助推型政策
偏好。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公众对一项政策的评价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政
策属性后才做出，而非只考虑一到两个政策属性。因此，基于单一或双因素组
间实验设计所得出的公众政策偏好结论不能客观反映现实世界中公众的政策偏
好（Ｆ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要反映真实的公众政策偏好需基于多因素研究设计，

·１４·

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研究：基于联合实验与机器学习方法◆



但经典组间实验设计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其需要将被试分配到不同实验组，
每组被试分别接受一种因素及其某个水平的处理。当实验中涉及Ｘ个因素、每
个因素有Ｙ个处理水平时，则需将被试分为Ｙ的Ｘ次方组。因素数量越多，所
需要的被试数量与研究成本将呈指数级增长，这将导致研究者不得不在实验设
计因素数量与被试获取成本之间权衡（Ｋｎｕｄｓｅｎ ＆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ｏｎ，２０１９）。联合实
验设计（ｃｏｎｊｏｉ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则能在不大量增加被试数量和成本的条件下
同时研究多因素多水平的处理效应，有效弥补经典组间实验设计所导致的公众
政策偏好研究结论真实性不足这一缺陷。这一方法近年来已被广泛应用到公众
对移民政策（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交通政策（Ｈｕｂｅｒ ＆ Ｗｉｃｋｉ，２０２１）及气候政
策（Ｒｉｎｓｃｈｅ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的偏好研究中。

尽管运用联合实验设计可以分析公众综合考虑多种助推型政策设计属性时
的偏好，但仅研究总体意义上的公众政策偏好不足以反映不同群体在助推型减
碳政策上的偏好异质性。因为不同个体对助推型政策的评价受其自身特征影响
（Ｌｏｉｂ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不考虑个体或群体政策偏好异质性而实施的“一刀切”助
推型政策会损失部分公众的支持（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在现有运用联合实验
方法的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偏好异质性分析方法有两种：一是在回归模型中设
定处理变量与协变量的交互项（Ｇａｌｌｅｇｏ ＆ Ｍａｒｘ，２０１７；Ｈｕｂｅｒ ＆ Ｗｉｃｋｉ，２０２１）；
二是对样本进行分割并估计不同子样本下的处理效应（Ｂｅｃｈｔｅｌ ＆ Ｓｃｈｅｖｅ，２０１３；
Ｒｉｎｓｃｈｅｉ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但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需要研究者预先指
定用于异质性分析的协变量。然而，此类协变量的选取过程往往是主观的
（Ｗａｇｅｒ ＆ Ａｔｈｅｙ，２０１８；胡安宁等，２０２１），这可能使得用于异质性分析的协变量
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在分析助推型减碳政策的群体偏好异质性时解决上述方法
的不足，需要采用最新的机器学习方法（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因为因果随
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能通过不同协变量估计出个体处理效应，然后通过特征
重要性评估技术选出对个体处理效应产生重要影响的协变量（胡安宁等，２０２１）。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拟采用联合实验设计，在探索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
的偏好时综合考虑多种政策设计属性，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不同群体在助
推型减碳政策偏好上的异质性。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助推型政策设计的属性
为确定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的属性，本部分基于Ｈａｇｍａｎ （２０１８）提出的

“助推接受模型”构建属性分析框架。助推接受模型指出，公众是否接受一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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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型政策，受政策设计的一系列属性影响，这些属性主要包括受益者、助推目
标、选项架构师、助推技术、透明性和替代技术。其中，受益者是指预期从助
推型政策中受益的群体，这一属性在现有研究中主要体现为政策试图保护的对
象。例如，Ｈａｇｍａｎ （２０１８）将助推型政策的保护对象分为“社会群体”和“公
民个体”两类，发现公众更偏好保护公民个体的助推型政策。助推目标是指助
推型政策试图促进或抑制的行为，这一属性通常体现为助推型政策试图干预的
行为类型。例如，Ｙａｎ和Ｙ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将助推型政策干预的行为分为退休储蓄、
碳补偿和器官捐赠三类，发现公众对干预退休储蓄行为的助推型政策接受程度
最高。选项架构师是指倡导和支持助推型政策的主体，这一属性在现有研究中
主要体现为政策倡导者和实施者两种角色。如Ｔａｎｎｅｎｂａｕｍ等（２０１７）将助推型
政策的选项架构师界定为倡导者，包括左翼和右翼政党两类，发现自由派公众
更偏好左翼政党倡导的助推型政策，保守派公众更偏好右翼政党倡导的助推型
政策。Ａｒａｄ和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８）将助推型政策的选项架构师界定为实施者，包
括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两类，发现公众更支持非政府主体实施的助推型政策。助
推技术是指助推型政策用来影响公众行为的心理机制类型，这一属性主要体现
为助推型政策使用的具体助推策略。例如，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等（２０１８）将助推型政策中
所运用的助推策略分为运动式教育、贴标签、默认选项及潜意识广告等类型，
发现公众偏好采用运动式教育、贴标签等信息供给型助推策略的政策。透明性
是指助推型政策影响公众行为的机制是否公开，这一属性反映了政策对公众决
策自主性的威胁程度。因为助推型政策是否侵犯公众决策自主性，取决于政策
意图和政策影响公众行为的作用机制是否透明（Ｂｏｖｅｎｓ，２００８）。例如，Ｙａｎ和
Ｙ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发现在器官捐赠领域，公开政策意图和影响机制的助推型政策的
感知自主性明显高于其他助推型政策。替代技术是指助推型政策的备选政策类
型。这一属性是否影响公众政策偏好主要体现在Ｈａｇｍａｎ等（２０２２）的研究中，
其将备选政策类型分为“无干预措施”和“禁令”两类，且发现当助推型政策
的备选政策类型是“禁令”时，公众对助推型政策的接受度更低。

虽然助推接受模型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助推型政策设计应包含的属性，但为
了更贴近减碳政策场景，本文对其做出两方面调整：（１）将选项架构师属性界
定为实施者而非倡导者，这是因为倡导者属于政策倡议环节而非政策设计环节
的核心属性。（２）将公民社会参与当作助推型政策设计的一个新属性，原因是
公民社会参与会影响助推型政策的知识资源并传递公众对政策伦理的关切。诸
多研究认为，应当关注这一政策设计属性（Ｒｅｉｓｃｈ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综上所述，本文将受益者、助推目标、公民社会参与、实施者、助
推技术、透明性和替代技术这七项视为公众评价助推型减碳政策时应当综合考
虑的关键政策设计属性。这些属性的处理水平将在下一小节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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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推型政策设计属性的处理水平
７个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的处理水平见表１。第一个属性是受益者，在

既有研究中，助推型政策受益者通常被分为“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两类
（Ｈａｇｍａｎ，２０１８；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本文关注的助推型减碳政策属于后者，
因为减碳政策具有亲社会意图（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要探索公众如何偏好具
有不同受益者的助推型减碳政策，需对受益者类型做更具体的划分。本文将助
推型减碳政策的潜在受益者设置为“动植物”和“人类”两个水平，因为这分
别对应“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保动机（Ｆｒｉｔｓｃｈｅ ＆
Ｈｆｎｅｒ，２０１２）。其中，动植物为参照水平①。

第二个属性是助推目标，本文将三种常见的低碳行为作为该属性的处理水
平。这些低碳行为分别是气候友好型饮食、绿色出行和可持续电力消费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Ｋｏｒｍ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Ｌｏｋｈｏｒｓ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其中，气候
友好型饮食为参照水平。

第三个属性是公民社会参与，本文选择大学与研究机构、私营企业协会和
环境保护组织这三种公民社会组织作为该属性的处理水平。这些组织类型通常
代表不同公民社会形态参与到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Ｂｅｒｎ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其
中，大学与研究机构为参照水平。

第四个属性是实施者，本文选取地方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
国际组织这四种组织作为该属性的处理水平。设置这四种处理水平既能检验公
众对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这两类政策实施者的偏好（Ａｒａｄ ＆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８；Ｔｒｅｇｅｒ，２０２１），还能检验公众对不同层级政策实施者的偏好（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Ｒａｐｅｌｉ，２０２１）。其中，地方非政府组织被选为参照水平。

第五个属性是助推技术，本文选取运动式教育、社会规范、可见性增强、
贴标签、默认选项、反馈、积极框架这七种助推策略作为该属性的处理水平。
这些助推策略都是现有助推文献讨论最为频繁的（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ａ；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其中，运动式教育为参照水平。

第六个属性是透明性，本文将透明性属性设置为两个处理水平，分别是
“低透明性以确保最佳政策效果”和“高透明性以确保公众知情权”。因为这两
个处理水平反映了助推型政策实施中存在的政策有效性和政策伦理两种价值导
向（Ｂｏｖｅｎｓ，２００８；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２０１７）。其中， “低透明性以确保最佳政策效果”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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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分析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时，参照水平的设置不影响结果解读。因为本
文分析的是公众对同一政策设计属性下多个水平的相对偏好，参照水平的设置只会改变基准
线，但不会影响各处理水平ＡＭＣＥ值的排序。



为参照水平。
第七个属性是替代技术，本文选择“无干预措施” “税收”和“禁令”作

为该属性的处理水平。设置这三个处理水平能检验公众对助推型政策所具备的
低成本性与低强制性特征的偏好。因为与“禁令”这一替代策略相比时，助推
型政策的低强制性特征能被凸显（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与“税收”这一替代
策略相比时，助推型政策的低成本性特征能被凸显（Ｂｅｎａｒｔ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其
中，“无干预措施”为参照水平。

表１　 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的属性及其处理水平
政策设计属性 属性描述 处理水平
受益者 助推型减碳政策试图保护的群体类型 动植物、人类

助推目标 助推型减碳政策试图干预的目标行为类型 气候友好型饮食、绿色出行、
可持续电力消费

公民社会参与代表公民社会参与助推型减碳政策制定
过程的组织类型

大学与研究机构、私营企业协
会、环境保护组织

实施者 实施助推型减碳政策的组织类型 地方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国际组织

助推技术 助推型减碳政策用以改变公众行为的助
推策略类型

运动式教育、社会规范、可见
性增强、贴标签、默认选项、反
馈、积极框架

透明性 助推型减碳政策改变行为的意图和作用
机制的透明性

低透明性以确保最佳政策效果
、高透明性以确保公众知情权

替代技术
助推型减碳政策试图取代的政策，当公
众不接受助推型减碳政策时，这种政策
会被采纳

无干预措施、税收、禁令

注：代表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的参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方法

联合实验设计假定被评价对象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且可处理成不同水平的属
性构成。通过组合设置被评价对象的不同属性及其处理水平，联合实验方法可
生成若干关于被评价对象的假设性概述（ｐｒｏｆｉｌｅｓ）并将不同概述随机呈现给被
试。在被试对概述进行评价后，研究者能检验被评价对象的属性及其处理水平
与被试评价结果之间的因果效应。这些因果效应能反映公众对被评价对象在不
同属性及其处理水平上的偏好。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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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典实验方法相比，联合实验具有三方面优势。（１）有较高外部效度。
联合实验能较大程度地模拟现实世界的决策情境，并从被试的选项权衡中推断
其隐含的偏好，这种偏好通常难以通过自我报告的测量方式揭示（Ｃａｒｕｓ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２）有助于缓解社会期许偏差。联合实验将评价对象所有属性以组合
方式呈现，使那些能造成社会期许偏差的属性不容易被评价者感知到（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３）能降低多属性多水平研究设计的成本但不影响因果效应估
计的有效性。联合实验无需为每个属性及其处理水平的组合分配大量被试，在
允许一些属性及水平的组合只被观测一次或不被观测（Ｓｔ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２０１９）的同时，还能通过平均边际因子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ＭＣＥ）来有效估计多属性多水平的处理效应（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要估计联合实验中多属性多水平ＡＭＣＥ，实验设计需满足四项前提假定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一是稳定性和无延滞效应，即被试的评价结果只受
当前概述评价任务所呈现内容的影响，而不受先前所呈现且已评价完的任务的
影响。换句话说，当被试需完成多次概述评价任务时，不同任务中各属性及其
处理水平与其评价结果之间的因果效应必须一致。二是无顺序效应，即被试在
同一个评价任务中对多个概述进行评价时，不同概述的呈现顺序不影响其中各
属性及其处理水平与评价结果之间的因果效应。三是概述生成的随机化，即概
述中的属性及其处理水平是随机组合生成。这将确保每个属性及其不同处理水
平都有相似的概率被组合成概述。四是各属性间完全独立随机化，即不同属性
各处理水平之间可以任意组合而不影响被评价对象概述的逻辑可行性。在同时
满足上述四项假定的前提下，联合实验可通过ＡＭＣＥ来估计多属性多水平的处
理效应。但假定四在现实中通常难以满足，因为属性间完全独立的情境相对较
少。为解决这一问题，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等（２０１４）提出了另一个假定———“条件独
立随机化”，即一些属性的部分水平之间并非独立，但其他属性水平可以任意组
合①。当实验不满足完全独立随机化，但满足条件独立随机化时，多属性多水平
的处理效应可以通过“条件平均边际因子效应”来反映。条件平均边际因子效
应是指在给不满足逻辑可行性的水平组合设置权重的条件下所估计的平均边际
因子效应。是否满足假定一和假定二依赖事后统计检验，是否满足假定三和假
定四则只取决于事前实验设计。

（一）实验程序与内容
本文利用Ｑｕａｌｔｒｉｃｓ调查平台制作电子问卷。问卷第一部分是导语。导语首先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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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个体的属性为例，职业属性的水平为“医生”时，学历属性的水平为“小学”的
可能性几乎为０。



将该研究描述为一个旨在了解公众对减碳政策态度的调查，然后告知被试需要
完成一系列选择任务，每个任务包含两项减碳政策的概述，被试需选出更支持
的一项。最后是向被试承诺本次实验过程的匿名性及数据使用的学术性。问卷
第二部分是七种政策设计属性描述、助推型减碳政策概述的具体呈现、公众政
策偏好及协变量的测量。
１ ． 政策概述评价任务设计与呈现
继政策设计属性描述后，被试需完成多个概述评价任务。设置多个概述评

价任务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比较不同概述中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处理水平
的因果效应差异，可以检验实验设计是否满足稳定性和无延滞效应的前提假定
一（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二是为了使更多的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处理水平
组合能被纳入评估（Ｂａｎｓ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但为避免被试因完成过多概述评价
任务而产生疲劳感，本文将概述评价任务数量限定为６个（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２１）。
对于每个概述评价任务来说，其设计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配对设计，即评价
任务中概述并排呈现，被试能同时比较两个概述然后评价；二是单一设计，即
评价任务中概述先后呈现，被试一次只能对单个概述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配
对设计来呈现助推型减碳政策概述，因为配对设计更有助于凸显概述间的差异
（Ｄａｖｉｄａｉ ＆ Ｓｈａｆｉｒ，２０２０）且更接近现实决策情境（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为确保概述生成的随机化，每个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处理水平都通过Ｄｒｏｐｐ
（２０１４）开发的ＨＴＭＬ和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生成①。
２ ． 公众政策偏好测量
在每对助推型减碳政策概述呈现之后，是对公众政策偏好的测量。目前学

界通常使用选择法、评分法和排序法等方法来测量被试政策偏好（Ｏｒｍｅ，
２００９）。本文参照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和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１５）的做法，同时使用选择法和评
分法来测量被试政策偏好。选择法具体是指被试在阅读一对政策概述（Ａ与Ｂ）
后需回答“你更喜欢Ａ与Ｂ中哪种助推型减碳政策？”。被选择和未被选择的政
策概述分别被赋值为１和０，赋值结果将作为本文的因变量“公众政策偏好”。
评分法具体是指被试需分别对两项政策概述进行１ － ７的程度打分，具体问题为
“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助推型减碳政策Ａ （或Ｂ）？”。这两个问题的得分将按照７
分量表的中间值转化为二分变量，即大于４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该变量将
作为另外一个因变量“公众政策支持”，主要用于稳健性检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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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同被试看到的政策概述中的设计属性顺序为随机呈现，但同一被试看到不同评价
任务中政策概述中的设计属性顺序相同，这是为了避免被试频繁接受陌生信息而产生认知紧
张（Ｈｏｒｉｕｃｈ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３ ． 协变量测量
问卷最后，被试报告了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及社会经济地位

等人口统计信息。同时考虑到公众文化世界观会影响其对助推策略的评价
（Ｈａ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Ｊｕｎｇ ＆ Ｍｅｌｌｅｒｓ，２０１６），且公众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程度会
影响其对减碳政策重要性的判断（Ｄｅｂｏｎ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本文使用Ｋａｈａｎ和
Ｈａｖｅｎ （２０１２）的文化认知量表（短版）中的相关题项测量被试文化世界观中的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倾向，并使用Ｄｅｂｏｎｏ等（２０１２）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指数
量表中的相关题项测量被试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

（二）样本与数据采集
根据Ｓｔｅｆａｎｅｌｌｉ和Ｌｕｋａｃ （２０２０）提供的统计功效预测模型，将政策设计属性

设置为７，每个被试完成的概述评价任务设置为６，且在８０％的统计功效下得到
０ ０５的效应量，本实验样本量最少需要７２０个。考虑到实施联合实验通常存在
２０％左右的样本流失率（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 Ｈｏｐｋｉｎｓ，２０１５），本实验计划招募９００
名被试。这些被试都从Ｐｒｏｌｉｆｉｃ网络众包平台上招募。既有研究表明，线上众包
平台所招募被试的代表性并不逊色于线下渠道（Ｍｕｌｌｉｎｉ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而在诸
多线上被试招募平台中，Ｐｒｏｌｉｆｉｃ平台上的样本具有多样性且问卷填写质量相对
较高（Ｐ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本研究在一个月内成功招募到了９０２名被试，并向完成实验任务的被试提
供了０ ６英镑（约５元人民币）的报酬。经实验后的问卷核查发现，６２名被试
阅读导语后拒绝进一步参与实验，另有１０８名被试填写问卷时间超过２小时或
低于２分钟。本文将这些被试视为无效样本（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Ｒａｐｅｌｉ，２０２１）①。剔
除无效样本后，本文一共获得７３２个有效样本。这些样本中有３９ ８１％源于欧洲
国家，３６ ５３％源于北美洲国家，２１ ２０％源于非洲国家，１ ３７％源于大洋洲国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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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采用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脚本只有在被试接受进一步参与实验时才会随机生成问卷和
收集人口统计数据，因此不同人口统计特征样本中的退出率（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差异无法估计。
但本文认为样本退出率并不会造成严重的自选择偏差，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是与其他联合
实验研究高达１８％的样本退出率相比（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 Ｈｏｐｋｉｎｓ，２０１５），本研究样本退出率已
相对较低，仅为６ ９％；二是这些样本在没有看到实验内容即退出，因此可以认为这些退出
率并非由实验设计和实验内容等因素造成（Ｃａｌｌｅｇａｒｏ ＆ Ｄｉｓｏｇｒａ，２００８）。进一步的卡方检验表
明，在各政策设计属性中的不同水平上，无效样本比例没有显著差异，χ２受益者（１） ＝ ０ ００，
ｐ ＝ １ ００，χ２助推目标（２）＝ ２ ９３，ｐ ＝ ０ ２３，χ２公民社会参与（２）＝ ２ ０７， ｐ ＝ ０ ３６，χ２实施者（３）＝ ２ ７９，
ｐ ＝ ０ ４３，χ２助推技术（６）＝ ６ ９９，ｐ ＝ ０ ３２， χ２透明性（１）＝ ０ ２０，ｐ ＝ ０ ６６， χ２替代技术（２）＝ ０ ３０，
ｐ ＝ ０ ８６。这表明无效样本在各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处理水平中的分布是平衡的。



家，０ ８２％ 源于亚洲国家，０ ２７％源于南美洲国家。他们平均年龄是２９ ６０
岁，其中４７ ６６％为女性，６９ ２２％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２０ ９３％的收入水平
在每月３０００ 英镑以上，５２ ６７％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平均水平，
３２ ７９％为个体主义者，５５ ３３％为气候变化高风险感知者。

四、数据分析

（一）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分析
本部分通过分析７个政策设计属性及其水平的处理效应来反映公众对助推型

减碳政策的偏好。这些属性及其水平的处理效应可直接通过ＡＭＣＥ来估计，因
为本文实验设计满足“完全独立随机化”的前提假定①。ＡＭＣＥ是指“当被评
价对象的某一属性从参照水平变为另一水平，且其他属性的水平同时发生改变
时，个体偏好的平均变化程度”。ＡＭＣＥ可以通过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ＯＬＳ来
计算（Ｇａｎｔｅｒ，２０２１）。本文采用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和Ｈｏｐｋｉｎｓ （２０１５）公开的Ｓｔａｔａ程
序代码来实现上述计算过程，结果见图１。

通过比较图１中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各水平ＡＭＣＥ值，可得出以下结
论：（１）在受益者属性上，设置为“人类”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显
著高于设置为“动植物”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ＡＭＣＥ ＝ ０ ０２９，ＳＥ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１５）。 （２）在助推目标属性上，设置为“绿色出行”水平
（ＡＭＣＥ ＝ ０ ０５４，ＳＥ ＝ ０ ０１４，ｐ ＝ ０ ０００）与“可持续电力消费”水平（ＡＭＣＥ
＝ ０ ０９０，ＳＥ ＝ ０ ０１４，ｐ ＝ ０ ０００）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显著高于设置为
“气候友好型饮食”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 （３）在公民社会参与属性上，
设置为“私营企业协会”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显著低于设置为“大
学与研究机构”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ＡＭＣＥ ＝ － ０ ０２９，ＳＥ ＝ ０ ０１３，
ｐ ＝ ０ ０３１），设置为“环境保护组织”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则与设置
为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无显著差异（ＡＭＣＥ ＝ ０ ０１３）。 （４）在实施者属性上，
四种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均无显著差异（ＡＭＣＥ ＞ ０ ００２）。（５）在
助推技术属性上，设置为“社会规范”水平（ＡＭＣＥ ＝ － ０ ０９３，ＳＥ ＝ ０ ０２１，
ｐ ＝ ０ ０００）、“可见性增强”水平（ＡＭＣＥ ＝ － ０ ０６８，ＳＥ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０１）、
“贴标签”水平（ＡＭＣＥ ＝ － ０ ０５１，ＳＥ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０９）、“默认选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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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研究中，联合实验的“各属性间完全独立随机化”前提假定已得到满足，所有
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的处理水平均能任意组合而不影响政策概述的现实性。如有需要可
向作者联系索取概述组合方案列表。



图１　 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的ＡＭＣＥ值
注：①圆点代表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对公众政策偏好影响的ＡＭＣＥ值，线

代表ＡＭＣＥ值的９５％置信区间。②没有置信区间的圆点代表政策设计属性的参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ＡＭＣＥ ＝ － ０ ０４５，ＳＥ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２３）以及“反馈”水平（ＡＭＣＥ ＝
－ ０ ０４２，ＳＥ ＝ ０ ０２０，ｐ ＝ ０ ０３４）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都显著低于设置
为“运动式教育”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而设置为“积极框架”水平的政
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与设置为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无显著差异（ＡＭＣＥ ＝
－ ０ ０２２）。（６）在透明性属性上，设置为“高透明性”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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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显著高于设置为“低透明性”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ＡＭＣＥ ＝
０ １０７，ＳＥ ＝ ０ ０１２，ｐ ＝ ０ ０００）。（７）在替代技术属性上，设置为“禁令”水
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可能性与设置为“无干预措施”这一参照水平的政策概
述无显著差异（ＡＭＣＥ ＝ ０ ０１５），而设置为“税收”水平的政策概述被选择的
可能性显著高于设置为参照水平的政策概述（ＡＭＣＥ ＝ ０ ０２６，ＳＥ ＝ ０ ０１３，
ｐ ＝ ０ ０４７）。　

上述结果表明：（１）在受益者属性上，公众偏好出于保护人类生产生活目
的而设计的助推型减碳政策。（２）在助推目标属性上，公众偏好试图干预绿色
出行、可持续电力消费这两类行为的助推型减碳政策。（３）在公民社会参与属
性上，公众偏好由环境保护组织、大学与研究机构这两类组织代表公民社会参
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助推型减碳政策。（４）在实施者属性上，公众对不同主体实
施的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无显著差异。（５）在助推技术属性上，公众偏好采
用运动式教育、积极框架以及反馈等信息供给型助推技术的助推型减碳政策。
（６）在透明性属性上，公众偏好高透明性、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助推型减碳政策。
（７）在替代技术属性上，公众偏好试图替代税收政策的助推型减碳政策。

为确保ＡＭＣＥ值能准确反映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与公
众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需对稳定性及无延滞效应、无概述顺序效应
这两个前提假定进行检验。第一，为检验是否满足稳定性和无延滞效应，本文
首先构建一个水平数为６的因子变量来反映政策概述所属的任务次序；然后再
将该变量与每一个政策设计属性进行交互，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反映不同概述评
价任务中不同属性处理水平的ＡＭＣＥ值差异①。结果显示，除第五轮概述评价任
务中替代技术中“禁令”水平的ＡＭＣＥ值（ｐ ＝ ０ ０３５）和第六轮概述评价任务
中公民社会参与中“环境保护组织”水平的ＡＭＣＥ值（ｐ ＝ ０ ０２７）、替代技术
中“税收”水平的ＡＭＣＥ值（ｐ ＝ ０ ０２７）略低于第一轮概述评价任务中的对应
属性与水平的ＡＭＣＥ值外，其他政策设计属性各水平的ＡＭＣＥ值无显著差异。
第二，为检验是否存在顺序效应，本文构建一个水平数为２的变量来反映政策
概述在评价任务中所在的呈现位置；然后将其与每一个政策设计属性进行交互，
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反映左右两列政策概述中不同属性处理水平ＡＭＣＥ值的差异。
结果显示，呈现在右边的政策概述中仅有助推目标中“绿色出行”水平的
ＡＭＣＥ值略低于呈现在左边的政策概述中相应属性及其水平的ＡＭＣＥ值（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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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映任务次序的因子变量的参照水平为“第一轮”，该变量与政策设计属性进行交互
时会生成５个分别代表“第二轮至第六轮”的虚拟变量。例如，该变量与助推目标属性进行
交互时，在回归方程中表示为：β１ 第二轮×绿色出行＋ β２ 第二轮×可持续电力消费＋…＋ β１１
第六轮×绿色出行＋ β１２第六轮×可持续电力消费，β为交互项的系数。



０ ０３２），其他设计属性各水平的ＡＭＣＥ值无显著差异。上述前提假定检验结果
表明，实验中６个评价任务具有稳定性且没有明显延滞效应，评价任务中左右
两列政策概述没有明显顺序效应，ＡＭＣＥ值能准确反映因果效应。

此外，为确保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补充分析：（１）控制协
变量后估计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的ＡＭＣＥ值。这是为了避
免政策设计属性各水平的处理效应受到随机化设计未能控制的个体特征差异的
影响①。（２）排除部分样本后估计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的
ＡＭＣＥ值。本文主要剔除英国样本，因为英国是最早建立专门机构应用并推广
助推型政策的国家（Ｌｏｄｇｅ ＆ Ｗｅｇｒｉｃｈ，２０１６），与其他国家样本相比，英国样本
中对助推策略的认知可能存在区别。（３）以“公众政策支持”为因变量，重复
上述分析过程。上述三项分析后的结果与前文结果总体上一致，说明本文结果
具有稳健性。

（二）不同群体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将分析不同群体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异质性，主要包含两个步

骤。第一步，使用机器学习估计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在个体层
面的处理效应。在联合实验中，属性各水平在个体层面的处理效应可以通过个
体边际因子效应（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ＭＣＥ）来反映。ＩＭＣＥ可
理解为“当被评价对象的某一属性从参照水平变为另一水平，且其他属性的水
平同时发生改变时，单个个体对被评价对象偏好的变化程度”。本文参考
Ａｂｒａｍｓｏｎ和Ｋｏｃａｋ （２０２０）的研究，使用因果随机森林算法估计助推型减碳政策
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的ＩＭＣＥ值。具体而言，基于Ｒ语言的广义随机森林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ｓ）程序包，本文选用一系列协变量作为预测特征，训
练出用于估计ＩＭＣＥ的预测模型。在训练预测模型过程中，本文采用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和Ｋｏｃａｋ （２０２０）提出的“配对分析策略”，即以参照水平为固定对照组，以其
他水平为处理组依次训练不同处理水平的ＩＭＣＥ预测模型。因为广义随机森林仅
能估计双水平设计的个体处理效应。例如，估计助推目标属性及其各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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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后的平衡性检验发现，部分水平间的协变量存在轻微不平衡，但不存在系统性差
异：（１）助推技术中“贴标签”水平（ｐ ＝ ０ ０４５）和替代技术中“禁令”水平（ｐ ＝ ０ ０２２）
的年龄均略低于参照水平。（２）助推技术中“社会规范”水平（ｐ ＝ ０ ０２７）和公民社会参与
中“环境保护组织”水平（ｐ ＝ ０ ０４１）的女性比例略低于参照水平。（３）透明性中“高透
明性”水平的教育程度略高于参照水平（ｐ ＝ ０ ０３６）。 （４）受益者中“人类”水平
（ｐ ＝ ０ ００４）和替代技术中“税收”水平的收入略高于参照水平（ｐ ＝ ０ ０３９）。 （５）实施者
中“中央政府”水平（ｐ ＝ ０ ０１４）、助推技术中“反馈”水平（ｐ ＝ ０ ００３）和透明性中“高
透明性”水平（ｐ ＝ ０ ０２９）的个体主义倾向略低于参照水平。



ＩＭＣＥ值时，便要以“气候友好型饮食”水平为对照组，依次以“绿色出行”
“可持续电力消费”水平为处理组进行模型训练，再用这两个模型分别估计“绿
色出行”“可持续电力消费”水平的ＩＭＣＥ值。

基于上述方法，本文估计了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的ＩＭＣＥ
值，并对ＩＭＣＥ取均值构建出新的ＡＭＣＥ值。这些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２。其中，第３列的ＡＭＣＥ （ＭＬ）是基于ＩＭＣＥ计算出的新ＡＭＣＥ值，第４列的
ＡＭＣＥ （ＣＳ）是聚类标准误ＯＬＳ计算的原始ＡＭＣＥ值。这两种算法得出的政策
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ＡＭＣＥ值误差在０ ００７以内，表明机器学习方法估计的结
果具有较高可信度。第５列中多数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的ＩＭＣＥ标准差远大
于ＩＭＣＥ的均值，即ＡＭＣＥ值，表明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各水平的个体处理
效应异质性较大。

表２　 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的ＡＭＣＥ及ＩＭＣＥ值描述性统计结果

政策设计属性 处理水平 ＡＭＣＥ

（ＭＬ）
ＡＭＣＥ

（ＣＳ）
ＩＭＣＥ

标准差
ＩＭＣＥ

最小值
ＩＭＣＥ

最大值
受益者 动植物 － － － － －

人类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９ ０ ０７１ － ０ １９７ ０ ２１０

助推目标 气候友好型饮食 － － － － －

绿色出行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５６ ０ １９２

可持续电力消费 ０ ０９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５ － ０ １５１ ０ ３３９

公民社会参与 大学与研究机构 － － － － －

私营企业协会 －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９ － ０ ２３６ ０ １９３

环境保护组织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８ － ０ １８８ ０ ２２８

实施者 地方非政府组织 － － － － －

地方政府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０ － ０ １５９ ０ １８９

中央政府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９ － ０ １７２ ０ ２０１

国际组织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２ － ０ １６９ ０ １５１

助推技术 运动式教育 － － － － －

社会规范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６ － ０ ３１２ ０ １３０

可见性增强 － ０ ０７０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６ － ０ ２４１ ０ １１９

贴标签 －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８ － ０ ２５０ ０ １７７

默认选项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７ － ０ １４８ ０ ０８８

反馈 －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８８ － ０ ２７１ ０ １５０

积极框架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８ － ０ １７４ 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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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设计属性 处理水平 ＡＭＣＥ

（ＭＬ）
ＡＭＣＥ

（ＣＳ）
ＩＭＣＥ

标准差
ＩＭＣＥ

最小值
ＩＭＣＥ

最大值
透明性 低透明性 － － － － －

高透明性 ０ １０６ ０ １０７ ０ ０６３ － ０ １１９ ０ ２８４

替代技术 无干预措施 － － － － －

禁令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５２ ０ １８６

税收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０ － ０ １４２ ０ １９８

注：①代表参照水平。②在ＩＭＣＥ预测模型训练过程中，剔除了部分协变量缺失的样
本，有效样本量为７２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步，计算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在不同群体中的分
组处理效应差异。在联合实验中，属性及其各水平在不同群体中的分组处理效
应可由分组平均边际因子效应（Ｇｒｏｕ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ＡＭＣＥ），即不同群体的ＩＭＣＥ均值来反映。为了选择最重要的协变量来区分群
体，本文使用随机森林算法提供的特征重要性评估技术分析了所有协变量在预
测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ＩＭＣＥ值时的重要性（Ａｂｒａｍｓ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胡安宁等，２０２１）。分析结果显示，重要性相对最高的协变量是年龄、文
化世界观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例如，在预测公民社会参与属性的“私营企业
协会”水平、实施者属性的“地方政府”水平、透明性属性的“高透明性”水
平的ＩＭＣＥ值时，年龄、文化世界观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重要性均位列前三。
考虑到以年龄来区分群体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将围绕文化世界
观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这两个特征变量来区分群体并分析不同群体在助推型减
碳政策偏好上的异质性。

不同文化世界观群体和气候风险感知群体中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
各处理水平的ＧＡＭＣＥ见图２①。通过对比不同文化世界观群体中政策设计属性
及其各处理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可发现以下两方面异质性：（１）在个体主义群
体中，助推技术属性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与全样本中的对应属性有差别。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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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被试文化世界观类别通过其文化世界观量表得分来确定，其中文化世界观得分高于
中值（２ ５）的被试定义为个体主义者（Ｎ ＝ ２３５），低于中值的被试定义为集体主义者（Ｎ ＝
４８６）。被试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类别通过其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量表得分来确定，其中得分高于
均值（Ｍ ＝ ３ ７９）的被试定义为高风险感知者（Ｎ ＝ ４０５），低于均值的被试定义为低风险感
知者（Ｎ ＝ ３２７）。

（续上表）



图２　 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处理水平在不同文化世界观和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群体中的ＧＡＭＣＥ值

注：①圆点、三角形、菱形分别代表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在全样本及子类
样本中的ＧＡＭＣＥ值，线代表ＧＡＭＣＥ值的９５％置信区间（本图中大部分很微小）。②没有置
信区间的点代表政策设计属性的参照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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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在个体主义群体中，助推技术属性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是“贴标签”
（ＧＡＭＣＥ ＝ ０ ０１９）。在全样本中，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是“运动式教育”。
（２）在个体主义群体中，受益者属性中的“人类”水平和透明性属性中的“高
透明性”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均明显高于全样本中对应属性与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
具体来看，在个体主义群体中，受益者属性的“人类”水平和透明性属性的
“高透明性”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分别为０ ０４０和０ １２６。而在全样本中，这两个
属性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则分别为０ ０２８和０ １０６。

通过对比不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群体中政策设计属性及其各水平的ＧＡＭＣＥ
值，也可发现两方面异质性：（１）在气候变化低风险感知群体中，助推技术属
性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与全样本中对应属性有差别。具体来看，在低风险感知
群体中，助推技术属性中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是“积极框架”（ＧＡＭＣＥ ＝
０ ００２）。在全样本中，该属性中ＧＡＭＣＥ值最高的水平则是“运动式教育”。
（２）在气候变化高风险感知群体中，受益者属性中“人类”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
均明显高于全样本中对应属性与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具体来看，在高风险感知群
体中，受益者属性中“人类”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为０ ０３７。在全样本中，该属性
水平的ＧＡＭＣＥ值则为０ ０２８。

上述结果表明，不同文化世界观群体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群体对助推型减
碳政策的偏好都存在异质性。具体来说，（１）在不同文化世界观群体中，个体
主义者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异于整体水平。与整体相比，个体主义者更偏
好受益者为“人类”，助推技术采用“贴标签”且透明性高的助推型减碳政策。
（２）在不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群体中，低风险感知者和高风险感知者对助推型
减碳政策的偏好也异于整体水平。与整体相比，低风险感知者更偏好助推技术
采用“积极框架”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而高风险感知者则更偏好受益者为“人
类”的助推型减碳政策。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联合实验设计，从受益者、助推目标、公民社会参与、实施者、

助推技术、透明性以及替代技术这７个属性切入，分析了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
策的偏好，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探索了不同文化世界观群体和气候变化风险感
知群体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异质性。具体研究发现可总结为两部分：
（１）公众偏好以人类为受益者，以绿色出行与可持续电力消费为助推目标，由
环境保护组织、大学与研究机构代表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采用运动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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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框架及反馈等助推技术，透明性高，且用来替代税收政策的助推型减碳政
策。在助推型减碳政策实施者这一属性上，公众对四种类型的实施者没有明显
的偏好差异。（２）个体主义者更偏好受益者为“人类”，助推技术采用“贴标
签”且透明性高的助推型减碳政策。气候变化低风险感知者更偏好助推技术采
用“积极框架”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而气候变化高风险感知者则更偏好受益者
为“人类”的助推型减碳政策。针对上述结果，本文展开以下讨论。

在第一部分结果中，（１）公众偏好以人类为受益者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
表明公众采纳助推型减碳政策可能是受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动机驱动。（２）公
众偏好以绿色出行及可持续电力消费为助推目标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可能是
因为这些低碳行为与公众自身的基本需求相关性较小。有研究表明，助推型政
策试图干预的行为与饮食、健康等个体基本需求相关性越大，公众对助推型政
策的接受程度越低（Ｔｒｅｇｅｒ，２０２１）。（３）公众偏好由环境保护组织、大学与研
究机构代表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该结果与Ｂｅｒｎａｕｅｒ
等（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将环境保护组织、大学与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
质的组织纳入气候政策制定过程更有益于增强政策合法性。（４）公众偏好采用
运动式教育、积极框架及反馈等信息供给型助推技术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一
发现不但符合学界对于助推技术的已有认知（李燕等，２０２１），还与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等
（２０１８）的全球助推型政策接受度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５）公众偏好高透明性
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表明公众在评价助推型减碳政策时更
关注政策伦理而非政策效果。该结果为缓解两种政策价值导向冲突提供了答案
（Ｂｏｖｅｎｓ，２００８）。（６）公众偏好用于替代税收政策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表明
公众在评价助推型减碳政策时可能更为关注其低成本特征。（７）公众对实施者
不同的助推型减碳政策无显著的偏好差异。这表明政策实施者类别并不影响公
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评价，该评价模式与传统减碳政策存在差别。在评价传
统减碳政策时，公众更为偏好中央政府实施的减碳政策（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Ｒａｐｅｌｉ，
２０２１）。

在第二部分结果中，（１）个体主义者更偏好以人类为受益者和高透明性的
助推型减碳政策。这可能是因为个体主义者在评价助推型政策时比其他群体更
为关注人类自身福祉以及决策自主性（Ｎｉ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２）个体主义者
更偏好采用贴标签策略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或许是因为个体主义者更反对助
推型政策对个体决策的直接干预（Ｊｕｎｇ ＆ Ｍｅｌｌｅｒｓ，２０１６），而贴标签策略是一种
施加于产品而非直接作用于人的策略。（３）气候变化低风险感知者更偏好采用
积极框架策略的助推型减碳政策。这可能是因为积极框架策略比常用的运动式
教育成本更低（Ｂｅｎａｒｔ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更符合低风险感知者对气候变化治理的
资源投入态度。（４）气候变化高风险感知者更偏好以人类为受益者的助推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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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政策。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公众感知到的生存威胁越强，其更需要通过强
化人类中心地位来获取自尊和缓解生存焦虑（Ｆｒｉｔｓｃｈｅ ＆ Ｈｆｎｅｒ，２０１２）。

（二）研究贡献
本研究主要有两方面贡献：（１）理论贡献。首先，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了受

益者、助推目标、公民社会参与、实施者、助推技术、透明性以及替代技术这
７个助推型减碳政策设计属性的水平。这能帮助研究者建立对助推型政策设计的
理论分析框架。其次，本文在检验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时综合考虑了
上述７个政策设计属性，并且分析了不同文化世界观、不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
群体的政策偏好异质性。所得出的丰富的结论能为助推型政策接受度研究领域
的相关成果做出有益补充。（２）方法贡献。首先，本文采用了联合实验设计来
探索多因素多水平的处理效应。联合实验设计能有效解决经典组间实验设计在
因素数量与被试招募成本之间的冲突。文中的实验设计思路有助于推广联合实
验方法，丰富行为公共管理中实验方法的知识图谱（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
其次，本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联合实验中的处理效应异质性。机器学习
方法能够评估不同协变量在预测处理效应时的重要性，与传统处理效应异质性
分析方法相比，该方法能够避免协变量选取的主观性。文中处理效应异质性分
析的过程也可为其他学者应用该方法提供样例。

（三）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推广助推型减碳政策具有以下启示：（１）地方政府应当

根据公众对政策受益者、助推目标、公民社会参与、助推技术、透明性及替代
技术的偏好设计助推型减碳政策推广策略。在助推型减碳政策制定阶段，地方
政府应当聚焦绿色出行及电力消费等生活场景，并优先采用运动式教育、积极
框架与反馈等助推技术。在助推型减碳政策听证阶段，地方政府应当加大环保
组织、大学与科研机构的参与程度，并积极披露所用助推技术的作用机制。在
助推型减碳政策宣传阶段，地方政府应当突出其对于人类的益处。（２）在文化
世界观和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有别的区域，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群体政策偏好
的异质性调整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宣传策略和助推技术。在个体主义文化较强或
气候变化风险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当更加努力地宣传助推型减碳政策对于
人类的积极作用。在个体主义较强或气候变化风险较弱的地区，地方政府应当
更多利用贴标签和积极框架这两种助推策略。

（四）未来展望
为进一步促进助推型减碳政策的研究，未来研究可在本文基础上做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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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１）尝试采用多元化的激励手段并招募更多来自亚洲的被试，以此来拓
展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本文所用被试都招募自Ｐｒｏｌｉｆｉｃ众包平台，他们大多是为
了获得报酬而参与研究，其经济动机可能会造成样本自选择偏差。此外，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平台上的被试大多源于西方国家，这可能会降低研究结论在东方国家，尤其是
中国的适用性。（２）收集更多的协变量数据以此来更准确地估计个体处理效应。
本文在预测个体处理效应时所用变量仅包含基本人口统计变量和两个个体思维
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处理效应的预测精度。（３）尝试探索提升助
推型减碳政策公众接受度的非政策属性因素。本文在研究助推型减碳政策公众
接受度时仅关注了政策属性的作用，但公众在决定是否接受一项政策时同样受
非政策属性（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要进一步提升公众的政策接受度，也
需要关注这些因素。（４）未来研究需探索不同政策设计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短
期与长期效果的影响。本文只关注了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公众接受度，但要选出最
佳的政策设计方案，需要充分了解不同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公众接受度和有效性，
因为助推型政策的有效性与认可度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Ｃａｄａｒｉｏ ＆ Ｃｈａｎｄｏｎ，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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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助推型减碳政策的偏好研究：基于联合实验与机器学习方法◆


